
文化传承视野下的中国史学近代化

传统史学在近代转型中始终保持着中心地位。 它的悠久性和连续性，保证了中华文明在人类记忆中

的永不磨灭和历久弥新。 几千年来积淀的历史文化根基，使得近代西学只能以“嫁接”的形式在中国

史学领域传播，而中国传统史学则作为西学的“砧木”根深蒂固。 近代以来，在史学转型中居于主流

地位的学术，无一不与中国传统史学一脉相承，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基因。 在西方史学东渐的时代

大潮下，中国史家总能在浩瀚的传统文献和学术思想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近代因素，从而在接纳西学

的同时，建立起以中国本土史学为主体的近代史学体系。 这既是中国史学博大包容之象的体现，又
是中国史家应对外部冲击的智慧之举，反映了中国文化的韧性及国人对中国史学的信心。

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三条路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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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 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

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

张。 就历史学而言，早在 １９０２ 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 １９３３ 年朱谦之创

办《现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① 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

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
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

虞”。② 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

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 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

性形塑了近代。 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③ 那

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 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何以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④成为可能？ 思考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路

径，看清中国史学的学术底色，构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无疑是必要且迫切的。

一、取法旧史学：近代史家的学术灵感

所谓传统与近代，不止是时间符号，更是一对糅合了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习俗等诸多差异的

复杂概念。 尽管二者差异明显，但近代终究是传统的延伸。 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第一条路径是取法

旧史学，从传统史家那里获得学术灵感。 就连那些意在剥离传统的史学事件，因缘仍在传统中。 由

顾颉刚掀起的古史辨运动的机缘，便是从他与胡适关于清代辨伪家姚际恒的讨论开始的。
先是，胡适向顾颉刚询问姚际恒的《九经通论》。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顾颉刚回信将查询到的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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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恒著述情况告知胡适，并认定姚际恒“是个辨伪书的集大成者”。① 翌日，胡适请顾颉刚点读姚际

恒的《古今伪书考》。 当天，顾颉刚即表示乐意接受这项工作，并将他作于 １９１４ 年的《古今伪书考

跋》寄给胡适。 １２ 月 １５ 日，顾颉刚欲将明人宋濂的《诸子辨》、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和《古今伪书

考》合印为一册，名为《辨伪三种》。 此时，顾颉刚已关注到姚际恒以外的辨伪家，不过顾氏的有关认

识尚不够真切：“清代人辨证古史真伪的，我知道有二大种而都没有看过：一是崔述的《东壁遗书》，
一是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②胡适手中恰有《竹柏山房丛书》，顾颉刚读后大失所望。 “我没看

见这书时，揣测他一定是辨伪的，因为他生于嘉、道间，应当如此。 那里晓得还同马骕《绎史》一

样！”③这更引起了顾、胡寻找《崔东壁遗书》的兴趣。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胡适得到《畿辅丛书》本《东
壁遗书》１４ 种，并先将《考信录提要》送给顾颉刚阅览。 顾颉刚大受震动，“我弄了几时辨伪的工作，
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

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④当“自以为创获”遇到“先我而存在”，混杂着惊讶、喜悦、
艳羡的复杂情绪，暗示着学术认识上的相通暗合，学术灵感也在此间闪现。 １９２１ 年，顾颉刚还点读了

《史通》《黄氏日钞》《郡斋读书志》《王世贞集》、万斯同的《群书疑辨》、高似孙的《子略》等具有辨伪

思想的书籍，⑤辑录郑樵的《诗辨妄》，从《柳宗元集》《直斋书录解题》《周氏涉笔》《方孝孺集》诸书中

钞录辨诸子的文字，⑥并与钱玄同、王伯祥等交流辨伪心得。 这是顾颉刚沉迷于疑古传统，畅快地从

中汲取学术滋养的一年，是古史辨思想与方法形成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年份。
１９２３ 年，顾颉刚发表《郑樵著述考》《郑樵传》，称“郑樵的学问，郑樵的著作，综括一句话，是富于

科学的精神”。⑦ 与《郑樵传》同期刊登的，还有胡适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 胡适对崔述的评价是

“新史学的老先锋”，且“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⑧ 顾、
胡二人将郑樵和崔述的学术冠以“科学”之名，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因为他们从郑樵、崔述那里获得

了近代史学所需要的科学精神和治史方法。 也就在这一年，顾颉刚的《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发表，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从灵感成长为学说，从思想推演为运动，从个体发展为学派。 梳理“层累

说”前史可见，胡适“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鼓励与钱玄同的导引为顾颉刚注入了疑古

的勇气，⑨至于寻见门径，关键还在于取法刘知幾、姚际恒、崔述等旧史家。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没有

旧史家的筚路蓝缕，顾颉刚就不会在 １９２３ 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形成近代史学史上这

一举足轻重的思潮与事件。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我们就有理由认定传统对近代史学的发展确有

启迪之功。
从旧史家那里获得学术灵感的当然不止顾颉刚。 如果说疑古传统是通过“古史辨”融入了近代

史学的话，那么考据功夫则经由陈垣为代表的新考据派为近代史学的求真提供了本土学术支撑。 陈

垣治学从目录书入手，承乾嘉诸老考据之遗绪，又开拓出新境界。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他在给友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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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的信中总结为学途辙的转向，有“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

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之说。① 通观陈垣治史，根柢仍在清代考据学。 他具有标识

性的史源学，也是从顾炎武和赵翼等人的著述中得到启发，运以匠心别裁而成的。 顾炎武出于学术

的谨严，指出：“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

说”，②又称“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③已有讲求史源的意味。 陈垣曾以《日知录》为“史源学实

习”教材，“知其引书之法，考证之法，论断之法”，④又穷年累月校注《日知录》，将《日知录》所引之书

“全部找出，溯其史源，校其异同，注其起止，并正其偶误”，⑤对亭林学说及其史学实践自是心领

神会。
赵翼对陈垣史源学的启示作用可能更胜过顾炎武。 赵翼善于考索史源，《廿二史札记》卷 ９“《齐

书》旧本”、卷 １６“《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卷 ２１“薛史全采各朝实录”、卷 ２３“《宋史》多
国史原本”诸条皆是考寻史源的佳作。 而《廿二史札记》正是陈垣下大功夫研究的史部书，留下了

《廿二史札记批注》《廿二史札记考正》两部专书，并有“百年史学推瓯北”之说。⑥ 他从青年时代阅读

《廿二史札记》，揣摩赵翼治史之法，如在《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书》移置《史记》文”条下批注：“此
条各段多言材料分配法，甚可学。”⑦１９０３ 年，陈垣在《廿二史札记》上留下这样一段批语：“赵瓯北札

记廿二史，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今将原本史法之属隶于前，史事之属隶于后，各自分卷，以便

检阅焉。”⑧读书至于如此精熟的地步，真如庖丁解牛。 此后数十年，“他一直阅读、使用这部书，在上

面作了大量批注，留下了从青年到老年时代的不同笔迹”。⑨ 陈垣又将《廿二史札记》作为他讲授“史
源学实习”课程的教材，其用意在于“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检照其合否，以练习

读一切史书之识力及方法”。�I0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陈垣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同学所拟史源学实习试题中，
第一道题便是“赵瓯北先生读史之本领”，�I1同年 ６ 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史源学实习的考试题目中

又出现“以史源学读《廿二史札记》所得之教训”。�I2 陈垣还撰写了十多篇以《廿二史札记》为主题的

史源学文章，金针度人。 在陈垣史源学实习的训练下，培养了一批史学名家，如赵光贤、柴德赓、来新

夏等。 传统史学就这样成就了一代史学宗师，又通过师生间润物无声的授受，流入史学血脉。

二、私淑旧史家：近代史家的学术偶像

老派学者推崇旧史家，显得名正言顺；新史家若以旧史家的私淑弟子自许，就有点令人费解，似
乎不够顺理成章。 但这是事实。 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恰恰显露出传统进入近代史学的第二条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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辙：旧史家成为新史家的学术偶像。 这里以何炳松的章学诚研究为中心，做初步探讨。
１９１３ 年 ２ 月，２４ 岁的何炳松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学习，不久考入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系，

１９１５ 年秋至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专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 翌年夏，何炳松获政治科硕士学位，７ 月

回国。① １９１７ 年 ９ 月后，何炳松受聘为北京大学文预科讲师，同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讲授

“西洋文明史”“外国地理”等课程。 １９２０ 年，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开设“历史研究法”课程，选用美国

史家鲁滨孙（Ｊａｍｅｓ Ｈａｒｖｅｙ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的《新史学》做课本，并将之译为中文，１９２４ 年 ７ 月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 但若据此认定，何炳松在史学上偏向西方，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 正是这样一位具有留学

经历，又在译介西方史学方面颇有成就的新派学人，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旧史家。
１９２８ 年，何炳松即称他与胡适、姚名达三人“都是私淑章氏的人”。② “章氏”即章学诚。 这里的

“私淑”二字值得玩味。 孟子表达对孔子的尊崇时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③所谓

“私淑”，即无师徒之名却有学术承传之实。 私，窃也，属私人行为，是个人决定而非受他人意志左右。
私淑之人，必是真心折服，出于纯粹的学术吸引。 后学精研私淑之人的学说，以其为宗旨。 一言以蔽

之，于学者而言，私淑之意甚重，不可轻言。 何炳松等人私淑章学诚，这是考索近代史家的学术偶像

时不能不关注的问题。 他们私淑实斋，确非攀附学术权威，而是有事实依据和充分理由的。 早在

１９１９ 年日本学人内藤湖南表彰章学诚之前，何炳松已关注章学诚史学，又与胡适“不约而同而且不

相为谋的研究章实斋”。④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胡适志在“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

想的历史”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⑤引发学界关切，至 １９２５ 年 １１ 月已出第三版。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姚名达购读《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个月后听何炳松讲《文史通义》，“更清楚的想

去研究章先生”。⑥ 同年 ９ 月，姚名达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认定以“章实斋的史学”为
题。 姚名达发现《章实斋先生年谱》的不足，胡适便请他作订补工作。 姚名达先成《会稽章实斋先生

年谱》，要“使读实斋书，求实斋学的，在适之先生做的实斋年谱之外更得一种帮助”。⑦ 待到 １９２９ 年

胡适和姚名达合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出版时，书首又有何炳松长序，盛赞实斋史学，并给姚名达的

研究提出建议，道出了何、胡、姚之间“一种特殊的交情”，⑧成为近代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何炳松的史学著作中总有挥之不去的实斋影踪。 何炳松于 １９２２ 年发表《读章学诚〈文史通义〉

札记》，１９２５ 年发表《章学诚史学管窥》，此后反复研读《章学诚遗书》，且有常读常新之得。 他的《历
史研究法》意在介绍西洋史法，但“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⑨ 何

炳松以为西洋讲求史法之名著如朋汉姆的《历史研究法课本》和郎格罗亚、塞诺波合著的《历史研究

法入门》，不过是数十年前的事情。 而中国专论史学的名著，有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史通》和近二百

年前的《文史通义》，不仅早于西方史家，而且“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新史学家

之下。 唯吾国史学界中，自有特殊之情况。 刘、章诸人之眼界及主张，当然不能不受固有环境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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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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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房鑫亮编：《何炳松年谱》，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 ４ 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６６６—６６９ 页。
何炳松：《增补章实斋年谱序》，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 ２ 卷，第 ２２３ 页。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７８ 页。
何炳松：《增补章实斋年谱序》，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 ２ 卷，第 ２２３ 页。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２ 年版，“自序”，第 ３ 页。
姚名达：《序》，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９ 年版，第 １ 页。
姚名达：《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引言》，《国学月报》第 ２ 卷第 ４ 号，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何炳松：《增补章实斋年谱序》，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 ２ 卷，第 ２２３ 页。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３ 年版，“序”，第 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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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若或因其间有不合西洋新说而少之，是犹讥西洋古人之不识中国情形，或讥吾辈先人之不识飞

机与电话也，又岂持平之论哉？”①时至今日，此等见识仍是不刊之论。 《历史研究法》共十章，每章开

篇都用一段中国古人的名言高论为引子，其中以章学诚的言论为多。 如第一章《绪论》引用章学诚的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 《春秋》之义，昭乎笔削……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
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②第四章《知人》征引章学诚的“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

文辞也。 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③第五章《考证与著述》抄录的“高明

者，多独断之学。 沉潜者，尚考索之功。 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④亦出自《文史通义·答客

问中》。 第八章与第九章也都分别摘录《文史通义》的《和州志列传总论》《古文十弊》。 何炳松分明

是在讨论西洋史学研究法，却时刻不忘回溯至章学诚，这不仅是一种体例上的有意安排或历史知识

上的疏通，更是一种学术精神上的认同，或者还有向学术偶像致敬之意。
何炳松撰写于 １９２８ 年的《通史新义·自序》，也是一篇阐发实斋史学的大文章。 这篇序言毫不

掩饰对实斋的推崇：“其史学见解之卓绝精微，在著者眼中观之，有时且远驾西洋名史之上。”何炳松

介绍《文史通义》中《释通》《答客问》《申郑》诸篇的通史观念，尤为服膺“撰述”与“记注”之分，认为

凡有志于编纂通史者应对此说“尽力发扬，固可无待于稗贩西洋史学而后恍然大悟，涣然冰释也”。⑤

１９３２ 年，何炳松又说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态度之谨严与立论之精当，方之现代西洋新史学家之

识解，实足竞爽”。⑥ 综上，称章学诚是何炳松的史学偶像，大概并不为过。 当然，倘若何炳松的见识

止步于此，一味赞美章学诚，也就不足称道了。 高明与迂腐虽有天壤之别，但有时又只有一步之遥。
何炳松的高明在于，他以章学诚为偶像，却拒绝盲目崇拜，不以感情掩盖理性：“我们倘使把章实斋的

史学鼓吹得过份了”，就“有‘腐化’的危险”。⑦ 这正是何炳松具有了近代史学意识的重要表征。
何炳松等人在史学上私淑章学诚，犹如传统与近代史学之间的一条精神脐带。 何、胡、姚三人

中，姚名达虽早逝，却对章学诚的学术多有领会与实践；胡、何二人是民国史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有
力推动了章学诚史学的传播。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密集地讨论章学诚，挖掘实斋史学的意蕴，
形成了中国近代史家关于《文史通义》的集体记忆，至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几于家有其书矣” 。⑧ 此说不

免有些夸张，但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在近代史学发展史上扮演了古今对话和

中西沟通的重要媒介这一角色，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一时期有关实斋史学的各种研究与撰述，
生动地彰显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本土底色。

三、整理旧史料：近代史家的学术接力

在史学科学化理念的笼罩下，近代史家普遍重视史料的开掘、考辨与整理，傅斯年的名言“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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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序”，第 ４ 页。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第 １ 页。 按：此段引文出自《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第 ２２ 页。 按：此段引文出自《文史通义·文德》。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第 ３２ 页。
何炳松：《通史新义》，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３ 年版，“自序”，第 １、５ 页。
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 ４ 卷，第 ３０８ 页。
何炳松：《增补章实斋年谱序》，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 ２ 卷，第 ２３９ 页。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题记”，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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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①就反映了这一史学认知。 百余年来，新史料催生了近代史学新的学问门

类，如甲骨学、敦煌学等，自然引人注目。 但新史料大多可遇不可求，有一定的偶然性。 旧史料则凝

聚着古代史家对社会的认识，包含古人对史学范型的形塑，给近代史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选题和知

识库，具有新史料不能替代的价值。 近代史家不仅追逐新史料，也热衷于整理旧史料，为近代史学奠

定了坚实的史料学基础，让“传统”以文献整理的名义获得了近代身份。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史料整

理工作具有接续前贤的鲜明自觉，从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第三条途径。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开明书店辑印的《二十五史补编》陆续出齐，搜罗历代有关正史表志的增补、注

释、考订、校勘多达 ２４６ 种，与开明版《二十五史》相辅而行，蔚为壮观。 这两百多种著作大多散见于

各种丛书，少有单行本，还有一些稿本更难为一般读书人见到。 《二十五史补编》是“好古敏求”的结

晶，传承文献何尝不是一种学术接力。 顾颉刚对开明书店的这一大手笔，一方面“喜而不寐”，称其

“为近年史学界中一绝大快举”，另一方面又从近代史学的视角出发，谈到史家抱负：“此书之出，非
书肆中有此一举为已足也，必将有以答对今昔诸贤为学术工作之苦心，而后可以无愧”，传统的职官、
地理、艺文之外，“既有新问题，斯有新需要，于民族、社会、宗教诸端，俱当加意搜捕”。 “我辈生于今

日，惟有随时增补之，使无一物失其所。 前人之业，可修正而不可非也。”②这里的“答对今昔诸贤为

学术工作之苦心”和“可修正而不可非”，就有接续发力的意思。 顾氏之言颇有回响。 《二十五史补

编》汇辑旧史料的良法美意，随着时间推移未被岁月遗忘，反而日益为学术界认可。 先是，张舜徽与

岳麓书社合作辑录《二十五史三编》，“搜罗之未刊稿与稀见书，凡一百五十余种”，“以续成《补编》未
竟之业”。③ 随后，徐蜀又编成《二十四史订补》，收书一百六十余种，接续《二十五史补编》之意也十

分明显。 这些大型史料整理工作，无论是选题意图还是学术效果，都有代代相承之意。
与学者个人和出版机构合作完成《二十五史补编》《二十五史三编》《二十四史订补》不同，近代

史家中不乏以一己之力从事一代史料整理并取得大成绩者，陈述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史家。 ２０ 世

纪 ３０ 年代中期，陈述完成了他早期史学生涯中的两部重要著作《金史氏族表》和《补南齐书艺文

志》，都属于史料整理的范畴。 关于编纂《金史氏族表》的初衷，陈述再三强调顾炎武曾“蓄志整理有

史以来之氏族”，可惜“顾氏有此意而未能成书”；钱大昕重视舆地、官制和氏族，于是，陈述“仿钱大

昕《元史氏族表》之例，就《金史》为据，旁及别史、杂记、文集、墓志、碑刻，成《金史氏族表》六卷”。④

继亭林、竹汀而为《金史氏族表》，陈述欲完成前贤未竟事业的心意一目了然。 《补南齐书艺文志》亦
是有为之作：“清代史家为前史补志艺文志者，不下二三十家，至于南齐则阙焉弗述。”⑤由此可见，陈
述之“述”自有拾遗补缺之功。 陈述对辽史用功最深，他注意到辽代文献搜辑不完备，“元修《辽史》，
已有文献失征之叹，仓卒成书，未足具见一代之制作。 故其佚文坠简，今日弥觉其珍贵矣”。 清人厉

鹗撰《辽史拾遗》“称引淹贯，训释详明，然所取辽代之直接记录无多，此则以时、地之限制，非可以责

厉氏也”。 此后，周春辑《辽诗话》、缪荃孙编《辽文存》、王仁俊辑《辽文萃》、黄任恒成《辽文补录》，
皆有功于辽史研究。 不过，陈述认为诸家“犹有未尽惬意者。 辑录之事，贵乎正确。 虽一字一句之歧

异，犹当明录，用存矜慎”。 于是，陈述“以拓本校其讹谬，以新见补其所遗”，最终编成“以存史料为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１ 本第 １ 分，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以上参见顾颉刚：《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 １９５５ 年版，“序”，第 ２—３ 页。
张舜徽：《二十五史三编》，岳麓书社 １９９４ 年版，“序”，第 ２ 页。
陈述：《金史氏族表叙例》，《师大月刊》第 １４ 期，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序》，《师大月刊》第 １８ 期，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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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的《辽文汇》，后增订为《全辽文》。①

相较于近乎“述而不作”的《辽文汇》，《辽史补注》更能体现陈述在史学上善于接力、后来居上的

治学特点。 １９３３ 年，陈述初谒陈寅恪于姚家胡同，得陈氏指点，“以唐、宋、辽、金、元为主，不敢多读

汉唐以前书。 在此千年诸史之中，尤以《辽史》记载最阙漏，遂以厉、杨之书附《辽史》，并以五代、宋、
元诸史及《册府》、会要、碑志、杂记补其阙，参取钱大昕《考异》、陈汉章《索隐》汇集一编”。② 所谓

“厉、杨之书”指的是厉鹗的《辽史拾遗》和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 这便是陈述撰《辽史补注》的动

机与做法。 陈寅恪对《辽史补注》予以高度赞誉，谓“《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

于学术之林”，③陈寅恪看重的是《辽史补注》在史料辑录上的价值。 所谓“补注”，按照陈述的说

法，“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 广征后魏以来诸史、文集、笔记，包括

钱大昕、厉鹗诸家所考订及晚近出土资料和研究成绩，全面网罗，证其合否，一一补入《辽史》。 考

证之学，譬如积薪，现在的工作，即就前人所积者，接力积累，对《辽史》作全面增补订正”。④ 陈述继

承了褚少孙、裴松之补注正史的传统，又在钱大昕、厉鹗诸儒的基础上，对《辽史》正误、补阙、补歧异、
存类事，⑤引用书目在 ８００ 种以上，⑥真正做到了“接力积累”，将《辽史》整理与辽史研究推向了新

高度。
传统遇见近代，是一个时代命题。 一个多世纪以来，复古倒退者早已被历史无情淘汰。 而那些

曾经誓要抛弃传统的激进者们，也未能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彻底告别传统。 优良传统和学术遗产在

经历一段隐逸的行程后，渐显由边缘回归之势。 对抗、超越与赓续、演化是可能而且必然共存的，政
治、文化、思想、学术莫不如此。 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与传统完全断裂、毫无关联的思想与学术。

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与传统文化应变力∗ ⑦

刘永祥　 （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
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 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与
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

的摒弃，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违中国史学、
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

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
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①这段话具有深刻的理

论指导意义，提示我们在考察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时，不能只看到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更要看到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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